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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赵斌主持的２０１９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路径研究”（批准号：１９ＣＧＪ０４３）的研究成果，得到第二批陕西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

文化艺术类）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资助。初稿曾在北京大学主办的第十四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
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宣读，赵可金、陈小鼎、祁昊天、赖华夏等专家学者提出了宝贵建议。《德国研究》匿名评
审专家提出了极富启发的修改意见。作者在此一并感谢，文中谬误由作者承担。

欧盟气候治理的“另一半”叙事：

女性出场与议程设置＊

赵　斌　唐　佳

摘　　要：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离不开社会性别观照，探析女性参与全

球气候治理及其行动逻辑，具有深远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在

性别平等和气候变化立法等问题领域，欧盟长期处于前沿地位，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从区域议程设置视角出发，结

合传播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对欧盟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进行

过程追踪，发现欧盟女性通过“公共议程—政策议程—区域议程”

这三个阶段来参与气候治理，而“叙事者出场”“价值维护”“溢出

效应”分别是这三个阶段中的关键环节。由于成员国偏好差异，

欧盟女性气候政治的制度化建设任重道远。在妇女事业发展、社

会公正、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进程中，给予性别观照应有的理论

深化及实践生长空间，或将是值得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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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尤其前现代时期），女性长期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议程

中处于“失语”地位。２１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的主流叙事充斥着经济、国家安全、科
学技术等话语，并偏向工具理性之所谓“客观知识”，忽略了社会文化情境，一度造
就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几近清一色的“男子气概”（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
日，代表叙利亚难民女孩的巨型木偶“小阿玛尔”（Ｌｉｔｔｌｅ　Ａｍａｌ）亮相格拉斯哥气候
大会（ＣＯＰ２６），将女性群体置于当日会议的中心，表明气候问题并非性别中立。尽
管女性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生力军，①但歧视性规范（直接或间接偏向男性）仍阻碍
女性参与管理和决策。② 因此，在气候行动中推进性别平等，显然事关气候治理公
平与正义，有益于为全球气候政治发展注入新活力。

无论是研究国际关系还是（人为）气候变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③

本身，最终都须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立场上。将性别因素纳入气候治理研究，关乎气
候治理的终极关怀。鉴此，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进程及其演化机理值得探讨。本
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女性参与气候治理”如何进入欧盟区域议程设置？对欧盟
女性参与气候治理进行动态分析，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女性主义理论和全球治理
理论的研究思路；在实践上，有利于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释放女性潜力，亦可能从
性别视角为全球治理的其他议题提供经验参考。

从区域议程设置角度聚焦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过程，旨在为全球气候治理研
究提供一个微观视角，而并非在气候议题中将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欧盟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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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认可妇女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例如１９９４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１９９５
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２００２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以及２００５年世界首脑会议。多数研究亦认可女性
的环境友好气质，认为提高妇女决策参与度将对气候治理产生积极影响。参见 Ａａｒｏｎ　ＭｃＣｒｉｇｈｔ，“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Ｖｏｌ．３２，Ｎｏ．１，２０１０，ｐｐ．６６－８７；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Ｅｒｇａ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Ｙｏｒｋ，“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ａｒ－
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４１，Ｎｏ．４，

２０１２，ｐｐ．９６５－９７６；Ｋａｒｉ　Ｎｏｒｇａａｒｄ／Ｒｉｃｈａｒｄ　Ｙｏｒｋ，“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１９，Ｎｏ．４，２００５，ｐｐ．５０６－５２２；Ｊｏｈｎ　Ｓｈａｎｄｒａ／Ｃａｒｒｉｅ　Ｓｈａｎｄｒａ／Ｂｒｕ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Ｗｏｍｅｎ，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Ｖｏｌ．３０，Ｎｏ．１，２００８，ｐｐ．４８－７２．

以乌干达为例，在农业和气候变化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弱化性别话语、延续刻板性别印象、

曲解性别平等政策、削减性别预算等问题，导致女性参与气候行动迟缓，并进一步阻碍女性参与管理和决
策。参见Ｍａｒｉｏｌａ　Ａｃｏｓｔａ　ｅｔ　ａｌ．，“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Ｎｏｒｍ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Ｕｇａｎｄａ”，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Ｖｏｌ．７４，２０１９，

ｐｐ．９－１９．
赵斌：《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困局》，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３７－４３页，这里第３８页；

赵斌：《从边缘到中心：南非气候政治发展析论》，载《西亚非洲》，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７３－９２页，这里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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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不仅长期是气候治理的主角，而且一直走在妇女解放运动前列。因此，将欧
盟女性参与气候治理作为研究案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合理性。世界妇女解放
和社会性别公正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而本文旨在初步探索性别政治研究中的区
域国别维度。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既有研究，结合传播学和国
际关系学相关研究成果，搭建“区域议程设置”分析框架并阐释其合理性，追踪欧盟
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得出相关结论和启示。

二、相关研究述评

气候政治中的社会性别研究，对理论反思及实践行动均有深刻意涵。因此，我
们须了解相关研究动态并分析其不足，从而为推进该领域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
供有效方案。

国外学界对于气候政治中的性别研究并不鲜见，主要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后
天桎梏论。由于身份地位、家庭角色、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相比男性，环境变化对
女性的考验更加严峻，而政策导向、决策参与等方面的深层结构不平等，加剧了气
候问题对女性的不利影响。① 第二，先天优势论。女性比男性更具环保意识的假
设，在欧洲性别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尤为常见。此类研究多认为，扩大基层妇女的政
治参与，有益于实现气候治理的公正与效率。②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哲学与女
性主义研究的重要流派之一，从性别角度切入生态问题，是“先天优势论”的重要起
源之一。③ 第三，认知惯性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气候政策导向和行动框架正在
构建，但在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性别结构不均衡、权力关系不平等、（男性气质的）

气候治理规范依旧难以撼动等问题。此类研究多认为，即使提高妇女在治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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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Ｆｏｒｉｎｏ／Ｊａｓｏｎ　ｖｏｎ　Ｍｅｄｉｎｇ／Ｇｒａｈａｍ　Ｂｒｅｗｅｒ，“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６，Ｎｏ．４，２０１５，ｐｐ．３７２－３８４；Ｓｈｅｒｉｌｙｎ　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ｏｍ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Ｖｏｌ．６，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２２３－２３８；Ｈｏｕｒｉａ
Ｄｊｏｕｄｉ／Ｍａｒｉａ　Ｂｒｏｃｋｈａｕｓ，“Ｉ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Ｎｅｕｔｒａｌ？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ｌ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３，Ｎｏ．２，

２０１１，ｐｐ．１２３－１３５．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Ｐｅｒｋｉｎｓ，“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６０，２０１３，ｐｐ．１８８－１９４；Ｂｉｎａ
Ａｇａｒｗａｌ，“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６８，Ｎｏ．１１，２００９，ｐｐ．２７８５–２７９９．

Ｋａｒｅｎ　Ｗａｒｒｅｎ，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Ｗ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ｎｄ　Ｗｈｙ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Ｌａｎｈａｍ：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０；Ｇｒｅｔａ　Ｇａａｒｄ，“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Ｖｏｌ．４９，２０１５，ｐｐ．２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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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参与度，也难以促成气候治理“转型”。① 第四，南北差异论。由于生产力水
平、社会意识的差异，气候治理领域的“性别平等”程度不均，发展中国家妇女承受
着更大的气候灾害威胁。②事实上，早期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女性主义的
兴起是助推西方学界的气候与性别研究走在前列的重要原因。

相比国外研究，国内研究尚处于快速起步阶段，主要有两大视角：一是着眼于
女性在气候问题中的艰难处境，从政策制定、社会分工、家庭地位等角度思考妇女
应对气候灾害的现实困局及其原因，呼吁政府在气候政策制定中纳入性别视角；③

二是关注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积极行动，这一视角目前以部分地区的农
村妇女为主要研究对象。④ 无论从研究数量还是类型来看，国内学界相关研究还
比较有限，领域和观点较为零散。有些研究在涉及动因分析时，或依然就性别谈性
别，或在探讨形成差异的权力结构时浅尝辄止，提出的策略建议也较为笼统，缺乏
与具体现实情况及国家政策的联系。可见，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国内经济社会
维度，而有关全球治理中的性别因素探讨则可能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界关于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别研究方法和视角较为多样，但
仍存在至少两方面不足：一是对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进程缺乏细致考察，对女性改
善性别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的过程追踪亦有所欠缺；二是对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成
效考量不够全面，偏重妇女某项能力建设的能动作用，较少从长期、综合的角度看
待妇女“圈地”为气候治理领域带来的新貌。女性争取气候治理话语权是观念与社
会现实相互建构的长期过程。鉴此，本文从议程设置角度对欧盟女性参与气候治

２８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ｎｉｃａ　Ｋｒｏｎｓｅｌｌ，“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７，２０１３，ｐｐ．１－１５；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ｌｓｔｏｎ，“Ｇｅｎｄｅｒ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Ｖｏｌ．４７，２０１４，ｐｐ．２８７－２９４；Ｍａｒｉｏｌａ　Ａｃｏｓｔａ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Ｎｏｒｍ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Ｕｇａｎｄａ”，ｐｐ．９－１９．

Ｓｅｅｍａ　Ａｒｏｒａ－Ｊｏｎｓｓｏｎ，“Ｖｉｒｔｕｅ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ｎ　Ｗｏｍｅｎ，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ｌ．２１，Ｎｏ．２，２０１１，ｐｐ．７４４－７５１；Ｓｏｐｈｉａ　Ｈｕｙｅｒ／Ｓａｍｕｅｌ
Ｐａｒｔｅｙ，“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　ｏｒ　Ｓｔ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Ｍｏｖ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ｌ．１５８，Ｎｏ．１，２０２０，ｐｐ．１－１２；Ｅｒｉｃ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Ｐｌüｍｐｅｒ，“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ａｐ
ｉｎ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１９８１－２００２”，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Ｖｏｌ．９７，Ｎｏ．３，

２００７，ｐｐ．５５１－５６６．
黄磊等：《性别与气候变化》，载谢伏瞻、刘雅鸣主编：《应对气候变化报告（２０２０）———提升气候行动

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９３－３０２页；岑剑梅：《论气候变化对妇女的影响及应对》，载
《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２－１６页；施奕任：《全球暖化与国际气候协商的性别视角》，载《国际政
治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５４－７０页。

尹仑、薛达元、倪恒志：《气候变化及其灾害的社会性别研究———云南德钦红坡村的案例》，载《云南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６５－７２页；孙大江、赵群等：《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性社
会性别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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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过程进行经验分析，力求还原妇女参与气候治理的动态进程及其行动逻辑。

三、区域议程设置：一种分析框架

在案例讨论之前，有必要梳理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内容，并对相关分析框架进

行界定。

在传播学中，议程设置指的是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通过提供信

息和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对议题的关注程度以及

优先顺序。大众传媒对于物理视野和活动范围有限的民众而言，是重要的信息源

以及影响源，是影响人们对当前重大事件认知和判断的主要因素。① 议程设置理

论针对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进行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

果考察，其效果虽主要强调“认知”层面，但也可能在“态度”和“行动”层面产生

联动。

将“议程设置”引入国际关系学的尝试，最早可见于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和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他们认为“议程设置对

政治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总统特别关注某些问题而将其他问题排除在关注之外是

一种稀缺的资源，该资源分配有时像决策的影响力一样重要”。② 约翰·瓦斯克斯
（Ｊｏｈｎ　Ｖａｓｑｕｅｚ）和理查德·曼斯巴赫（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ｎｓｂａｃｈ）较早对国际议程设置进

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全球议程是被大多数拥有强大实力的决策者

接纳的关键议题，此类议题通过吸引各方关注，迫使各方调整行动、弥合分歧，将个

别对外政策议程紧密联结，成为一般的、普遍的议程。③

对于议程设置的路径，也有学者做了详尽探讨。瓦斯克斯和曼斯巴赫认为，议

题生成后，需要“进入渠道”（ａｃｃｅｓｓ　ｒｏｕｔｅｓ）成为国际议题，并在全球议程中占有一

席之地。具有较强实力的行为体可以直接让议题进入议程，实力较弱的行为体则

必须借助国际组织、跨国集团的力量，甚至利用破坏行为才能开启议程设置。④ 约

瑟夫·奈认为，设置议程的过程体现了同化权力（ｃｏ－ｏｐ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对行为的影

响———行为体既可以利用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无形的力量（类似于软实力）来设

置议程，培养、塑造他者偏好与意识，又能运用强大的硬实力吸引其他行为体追随，

２９

①

②

③

④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Ｊｏｈｎ　Ｖａｓｑｕｅｚ／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ｎｓｂａｃｈ，“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Ｃｙｃｌ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７，Ｎｏ．２，１９８３，ｐｐ．２５７－２７９，ｈｅｒｅ　ｐ．２６０．

Ｓｔｅｖｅｎ　Ｇ．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Ｒｅａｇａ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３６，Ｎｏ．３，１９９２，ｐｐ．３１３－３２９，ｈｅｒｅ　ｐ．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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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建立制度规范，随后升格为其他行为体奉为圭臬的准则。这区别于命令式权力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产生的“迫使他人做你所想”的效果。① 史蒂芬·利文斯顿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提出，议程设置是议题显著性凸显，从而引起行为体关注的过

程。议程设置的影响策略有内外之分：拥有决定性资源是“外部”议程设置的必要

条件，行为体可以通过操纵拥有的资源直接改变国际惯例，促使产生新的、可行的

议程接入点（即瓦斯克斯和曼斯巴赫所称的“进入渠道”）；而“内部”策略则使现有

的议程接入点直接“为我所用”，但此类策略的使用受到主体、议题、时间的限制。②

综合来说，议题是指明确且具有一定重要性的问题，以及一系列供选择的解决方

案；议程则可理解为在一定时期内一系列议题的有序集合。③ 议程设置，就是议题

经历形成和传播阶段，直到最终可能实现制度化的过程。④ 议程设置可能跨越国界，

即形成的议题传播到国际社会并得到关注和重视，甚至有可能转化为国际制度。

有学者将国际议程设置过程分解为三个步骤，即议题形成、议题传播、议题制

度化，⑤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传播学角度的“认知—态度—行动”模式：议题形成代

表了一种认知的萌生，议题的传播程度体现了行为体的态度，而议题的制度化或制

度化趋势则对应认知改变态度之后产生的行动。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探讨的

虽是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但从本质看，反映的也是对话语权的争夺；从时间范

畴看，关注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从内容看，侧重社会观念的塑造。

因此，综合国际关系学和传播学视野，将议程设置理论用于解释女性的气候治理进

程是合适且可行的。本文所提及的议程设置研究范围，仅适用于欧盟范围内的女

性参与气候治理，因此不妨称之为区域议程设置。⑥ 一方面，欧盟是一体化程度极

高的区域组织，其中某些行为体已经成功设置或正在设置议程，且极有可能带动其

他行为体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间关系相当紧密，却又远没有完全达到

３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０５，Ｎｏ．
２，１９９０，ｐｐ．１７７－１９２，ｈｅｒｅ　ｐ．１８１．

Ｓｔｅｖｅｎ　Ｇ．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Ｒｅａｇａ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３１３．

张发林：《化解“一带一路”威胁论：国际议程设置分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

１期，第１４６－１５５页，这里第１４７页。

刘文波：《新时代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塑造力的进展与路径》，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１５１－１５９页，这里第１５２页。

同注③。

此前有学者对区域议程设置进行了研究，认为地区主义对拉美国家政府的国内议程及国际合法性
都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拉美国家政府的区域合作注重利用政府间合作来增强国家能力，一直避免强大地
区机构以及“汇聚主权”（ｐｏｏｌｅ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的产生，这不同于欧盟的区域议程设置。参见 Ｍａｒｋ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Ｃａｒｓｔｅｎ－Ａｎｄｒｅａｓ　Ｓｃｈｕｌｚ，“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６０，Ｎｏ．１，２０１８，ｐｐ．１０２－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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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程度，其议程设置难度远高于在国内设置议程。即使相比国
家领土安全、军事等高阶政治敏感议题，女性参与气候治理这样的低位政治①议题
更容易进入国际议程，但短期内也难以获得更多国家关注。②

借鉴已有研究，不妨将区域议程设置界定为，群体、组织或国家使特定问题及
解决方案得到区域内相关行为体重视和认同，并且可能推动其制度化的动态过程。

詹姆斯·迪林（Ｊａｍｅｓ　Ｗ．Ｄｅａｒｉｎｇ）和艾弗雷特·罗杰斯（Ｅｖｅｒｅｔｔ　Ｍ．Ｒｏｇｅｒｓ）提出了
更为宏观的议程设置理论模型，认为议程设置过程由媒体议程、公众议程、政治议
程以及这三个要素之间的互动组成。③ 不同于传统议程设置，迪林和罗杰斯将议
程设置延伸到大众传播领域之外，将其看作一系列议题相互争夺媒体专业人士、公
众、政治精英注意力的政治过程。④ 本文根据欧盟女性参与气候治理历程的特点，
将这一理论模型的三要素演化为“公共议程⑤—政策议程⑥—区域议程”，这一过程
侧重点不是“女性参与气候治理”如何抢夺媒体、公众、政治资源，而是各行为体如
何帮助议题获得公共资源的过程。作为欧盟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三个阶段，这一
过程基本需要经历“叙事者出场—价值维护—溢出效应”这三个循序渐进、不断深
化的关键环节，各方对女性参与环境／气候治理的支持是这一进程演进的根本动
力。其中，公共议程是行为体通过各种手段，为议题争取更多的社会关注度、引导
社会形成相应价值判断的过程。特定议题需要被国家或者政府组织接纳才能成为
国内议程，随后才有可能被推入区域议程。所以，除了欧盟，民族国家和社会组织
也是区域议程设置必不可少的主体。另外，信息传递大多难以直接作用于所有受
众，而总是要由“意见领袖”来过滤、消化信息并作为中介进行传递，从而对公众施
加影响。⑦ 因此，区域议程设置离不开“意见领袖”，无论是个体领袖还是国家领
袖，都有可能起到带头以及桥梁作用，将信息带入公共视野，并引发一定程度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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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高阶政治（ｈｉｇ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低位政治（ｌｏ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理解和译法，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ｌｄｗ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７，Ｖｏｌ．２３，Ｎｏ．１，ｐｐ．５－２６，ｈｅｒｅ　ｐ．２０；赵斌：
《权力不对称与战略反对冲：海洋安全竞合》，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２０年第２３期，第４７－５７页，这里第

５７页。

张发林：《化解“一带一路”威胁论：国际议程设置分析》，第１４８页。

Ｊａｍｅｓ　Ｄｅａｒｉｎｇ／Ｅｖｅｒｅｔｔ　Ｒｏｇｅｒ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６：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ＣＡ：

Ｓａｇｅ，１９９２，ｐ．５．关于“媒体议程”“公众议程”“政治议程”的译法参见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３５页。

Ｊａｍｅｓ　Ｄｅａｒｉｎｇ／Ｅｖｅｒｅｔｔ　Ｒｏｇｅｒ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６：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ｐ．４．
本文借鉴“公众议程”（ｐｕｂｌｉｃ　ａｇｅｎｄａ）这一概念，但根据欧盟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历史与现实，尝试

将其译作或理解为“公共议程”，即欧盟各行为体为将性别平等纳入气候治理主流，进行商讨、应对、行动，同
时国际大环境、欧盟内部环境也在其中发挥作用，成为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

政治一词范围过于庞杂，政治性贯穿于女性参与气候治理始终，用在此处不妥，故借鉴“政治议程”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这一概念，尝试将其译作“政策议程”，以对欧盟用于价值维护的政策措施进行分析。

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德国研究》２０２２年 第３期 第３７卷 总第１４３期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注，引导价值形成。总之，公共议程阶段聚焦的是各级行为体何以在气候治理领域
开启一段“女性叙事”，引发社会认知改变的过程。在政策议程阶段，欧盟通过建立
政策法规、开展对外活动等手段，提示相关行为体继续执行能够体现该价值判断的
政策，以维护在上一阶段中形成的价值体系。一些行为体的行动（比如外交活动）

或许可以得到其他行为体效仿，从而扩大议程影响范围。在区域议程阶段，议题收
获高度关注并转变成区域制度，溢出效应或在此阶段凸显，这是欧盟女性参与气候
治理的区域议程设置的最高阶段，在此阶段欧盟可能形成完备的制度支持，巩固女
性的全面参与。整个区域议程设置是一个长期的、宏观的、综合的过程，其三个阶
段呈现出波浪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之特征，在时间维度上可能存在重叠，并不一定
泾渭分明（如图１）。

图１　欧盟女性气候政治的“区域议程设置”

　　注：图中虚线表示“溢出效应”有限，“区域议程”（设置）尚未完成。
来源：作者自制。

四、欧盟女性参与气候治理进程

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为欧盟，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即使近年来欧盟在全
球气候治理中存在“领导赤字”，其在全球气候政治版图中仍旧举足轻重；其二，欧
盟在全球性别平等事业中积极争先，社会性别主流化程度高，２０１２年以降，女性在
参与气候决策方面的能力与贡献逐步得到政策文件的正式承认。①

（一）公共议程———叙事者出场
长期以来，欧盟秉持性别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已在争取女性平等之经济公民权

利、社会公民身份，以及提供公平良好教育方面取得初步进展。然而，欧盟在其颇
具雄心的气候治理领域，也曾长期处于性别“盲”情境。直至２０１２年左右，对男女
平等的关注似乎才外溢到欧盟气候治理领域。一方面，参与气候治理的性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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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莹：《欧盟性别平等状况简介（下）》，载《中国妇运》，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４０－４２页，这里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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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为女性参与气候治理传递了积极信号。根据欧洲性别平等研究中心（ＥＩＧＥ）

的性别统计数据，在环境和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欧洲机构中，欧盟层面的女性主席
占比在２０１１年达到１４．３％，打破此前五年无女性主席的尴尬局面；欧盟女性成员
在最高决策部门中的比例，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基本保持在波动中增长的态势，比例由

２０１０年的１９．８％增长至２０２１年的２４．８％。① 另一方面，２０１２年欧盟文件对相关议
题做出明确表态。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欧洲议会在关于妇女与气候变化的决议中对
气候变化与性别之间的联系明确表示关注。通过欧盟理事会关于性别平等和环境
的结论，以及欧洲议会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关于妇女与绿色经济的决议，欧盟在政策
定位上摆明态度———环境不是性别中立的。由此“女性参与气候治理”彻底映入欧
盟公众视野，其动因如下。

第一，国际大环境倡导在气候治理中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２０１２年前，两场
重要会议使“男女平等”逐渐成为气候治理领域的“政治正确”。一个是１９９２年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ＵＮＣＥＤ）。这是女性议题第一次明晰地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议题交汇。会议通过的《２１世纪议程》首次将妇女发展纳入世界可持续发展蓝图，

会议同时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强调妇女的重要地位，申明需要妇女充分参与
各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策和执行。② 另一个则是１９９５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
大会。这次大会作为男女平等以及女性发展事业的里程碑，敦促各国政府做出消
除性别歧视的政治承诺，会议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将“妇女与环境”作为关乎妇
女赋权的十二个领域之一，是世界妇女赋权领域的支柱性文件，欧盟需定期对其在
联盟内的实施情况开展调查评估。

第二，欧盟的妇女赋权事业为女性参与气候治理奠基。欧盟除了在其职能范
围内进行广泛的性别平等立法以保障妇女权益，还通过各种多样化措施和手段，全
方位改善实践中妇女的不利处境，协助成员国推进平权行动。③ 比如政治上，保证
女性参政议政的最低配额；经济上，提供性别敏感的建议和资金支持，建设交流平
台与监测评估机制；教育上，欧盟的性别关照更是显而易见，在欧盟大多数国家／地
区，女性广泛接受高等教育。虽然欧盟各领域的男女平等事业发展不平衡，但这些
举措在极大程度上维护了妇女的政治权利，为妇女参与政治生活提供经济保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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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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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ｂｄ．ｉｎｔ／ｄｏｃ／ｌｅｇａｌ／ｃｂｄ－

ｅｎ．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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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ｃｕｓ／ｆｏｃｕｓ１０＿ｅｎ．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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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储备，从而为欧盟妇女参与气候治理奠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第三，“意见领袖”推进女性的气候治理参与。具体的女性“意见领袖”以及抽
象的国家“意见领袖”做出表率，将“女性与环境”这一议题不断曝光于公共视野，将
相应价值判断输送给公众。一方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欧洲女性开始以积极的
生态活动者形象出现，就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游说、示威、抗议活动。例如，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德国环保政治家佩特拉·卡琳·凯利（Ｐｅｔｒａ　Ｋａｒｉｎ　Ｋｅｌｌｙ）通过草根激
进民主模式与跨国政治运动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环境问题进入西德政治主流话
语。① １９８１年英国女性以“大地生命之母”（Ｗｏｍｅｎ　ｆｏｒ　Ｌｉｆｅ　ｏｎ　Ｅａｒｔｈ）为名，通过
和平营模式对英国撒切尔政府有关核弹部署的议会辩论施压。② １９８３年，瑞典妇
女对核问题与和平问题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妇女反核能”“妇女争取和
平”等５８个妇女组织相继成立，以抗议核扩散及军备竞赛。③ 另一方面，部分欧盟
成员国率先在国内气候治理领域引入性别视角。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

围绕“妇女与环境”主题，瑞典平等事务部部长在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的部长小组
中，负责性别相关政策工作。④ ２００６年以来，瑞典在统计新车对气候影响的数据
时，按照法人、自然人、男性和女性对车主进行细分。⑤ ２０１１年，芬兰担任北欧部长
理事会主席国期间，建立了关于气候变化与社会性别的网站，从消费、交通、食品、

能源等多个角度搜集信息。⑥

在公共议程阶段，欧盟女性气候治理的曲折式前进，体现出社会认知的反复，

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议题显著性易受冲击，优先级不稳定。气候政治本身就是一个跨领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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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当气候议题涉及国家安全、移民等战略优先项时，欧盟对性别的考量也可能被
迫降低优先级。① 根据欧洲性别平等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２００４年在欧盟环境和

气候变化相关机构内，女性主席及女性成员在最高决策部门占比都大幅下跌：前者

占比从２００３年的２５％开始骤降，２００４年一直到２０１０年都没有女性主席；后者在

最高决策部门中的比例从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６年间都处于低谷，仅为８％左右。② 出现

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有三。其一，欧盟扩张，内部差距拉大。２００４年欧盟从十五
国扩大为二十五国的庞大联盟。一方面，欧盟新、老成员国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程度

差异较大，北欧的老欧盟成员国在气候治理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方面一直表现优

异，但作为一个整体，欧盟需要兼顾新成员国，对此方面的工作进展再作调整。另

一方面，伴随欧洲一体化程度加深，“多元统一”的欧洲认同感遭到挑战，③欧盟制

宪危机与“民主赤字”正在削弱欧盟的整体性，如何弥合内部分歧成为欧盟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其二，经济萎靡不振，冲淡气候治理中的性别议题。２００４年欧盟

总体经济不景气，失业率较２００３年略有增加，而国际油价飙升以及美元下跌也增

加了欧盟的焦虑感，④使之暂无暇顾及非紧迫性的政治议题。其三，应对欧洲乃至

全球的恐怖主义亦成当务之急。科索沃战争暴露了欧盟的军事弱点，加快、加大防

务体系建设以及军事建设力度，成为此时期欧盟国家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２００３
年至２００４年，欧盟通过《更加美好世界中的欧洲安全》文件，制定了《欧盟宪法条约

草案》及《２００４年军事能力建设纲要》并组建欧洲军备局，昭示欧盟安全战略重心

的转移。⑤ 虽然同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气候治理与社会性别主流化”却

不得不让位于防务一体化建设。

第二，议题联系零散、非持续。有关社会性别的表述，在联合国关于气候治理
政策的官方文件中并不稳定。一方面，对于气候治理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联合国

文件态度不一。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性纲领文件，１９９２年《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将气候变化视作性别中立的问题，与几乎

同时达成的《２１世纪议程》所传递的社会共识明显不相符。⑥ 另一方面，文件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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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性强，对社会性别的关注无规律间断出现。继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以及１９９５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不乏妇女组织、联合国机构、女性领导
人活跃于有关多边气候磋商和决策的游说活动，但在陆续出台的气候领域文件中，

性别观点一度“沉寂”。直至２００１年《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ＣＯＰ７）才有所转
变，会议要求《公约》秘书处制定并公布每次大会的妇女配额，还通过决议保证妇女
充分参与和气候变化相关的各级决策。①

综上，公共议程阶段之于“女性参与气候治理”，是一个显著性不断提升、收
获更多公共资源以及更高认可度的过程。社会认知环境的改变使得性别议题得
以纳入气候变化议题，女性视角得以切入原属男性的公共领域。“女性参与气候
治理”这一跨领域议题所涉因素繁多，加之成员国国情各异，因此相较单一议题
更难实现集体行动。所幸欧盟有着男女平等的长期事业基础，许多成员国对此
领域的关注和实践早于欧盟的正式表态，一定程度上以局部的发展推进了整体
叙事的建构。

（二）政策议程———价值维护
在政策议程阶段，欧盟围绕已形成的社会认知及价值判断，在其内部气候治理

进程及气候外交中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为“女性参与气候治理”提供多方面保障。

欧盟的主要机构通过各类文件不断重申“女性参与气候治理”价值观，是欧盟
进行价值维护的表现之一。欧盟委员会在三个不同执行年份的《性别平等战略》及
《性别行动计划》中，逐步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实现欧洲性别平等层面的挑战，对女
性参与气候治理路径规划日趋细致。２０１０年颁布的《男女平等战略（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并未明确提及气候议题，２０１５年颁布的《性别平等的战略参与（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则强调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所有欧盟政策及资助计划，指出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２０
年气候政策领域缺乏具体性别预算。② ２０２０年颁布的《平等联盟：性别平等战略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指出，绿色转型是具有性别涵义的欧盟核心挑战之一，应着重关注
欧洲绿色新政对不同性别产生的影响差异，尤其是气候适应政策对老年女性的影
响（老年人口大部分由女性组成），以及年轻女性对气候治理变革的推动。③ 遵循
《平等联盟：性别平等战略（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和《性别平等行动计划ＩＩＩ》，欧盟继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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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作为加速实现性别平等的重点。①

欧洲议会制定了多项从性别角度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帮助增强女性的主
观能动性。欧洲议会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关于妇女和气候变化的决议从减缓、适
应、资金方面向欧盟成员国发起倡议。在减缓方面，提倡妇女在环境和能源技术
部门进行科学技术培训，建议欧盟委员会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时充分考虑妇女需
求，增强现有机制和基金的包容性，反映妇女的减排贡献；在适应方面，呼吁欧盟
委员会和成员国在制定应对自然灾害的相关战略时纳入性别因素，将女性积极
参与灾害预测与风险预防作为抗灾能力建设的一部分；在资金方面，强调欧盟应
尊重德班气候大会（ＣＯＰ１７）决议，确保所有气候融资决策机构的性别均衡，并以
捐赠的形式扩大资金支持，用于可直接使妇女受益的适应行动。② ２０１８年１月

１６日，欧洲议会通过了关于妇女、性别平等与气候正义的决议，将性别平等视作
有效推动气候治理变革的先决条件，要求欧盟委员会在规划、执行、监测和评估
气候变化政策／计划／项目时，按性别制定指标、收集数据，确保无论在国家还是
地方层面的气候变化磋商、计划和资金支持中，女性都能平等参与、平等受益。③

欧洲议会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关于《欧洲绿色新政》的决议第６条强调“绿色新政
的行动与目标需要纳入性别观点，包括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平等化行动”；决议第

５５条和第６５条专门强调“渔夫”“渔妇”，而非笼统称为“渔民”；决议第１１３条呼
吁欧盟委员会制定计划，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欧盟性别和气候变化活动中心，实施
和监测欧盟和全球范围内关乎性别的气候行动。④ 这些无不体现欧盟“尊重性别
差异，追求气候公正”的雄心。

包括但不限于以上计划、决议、结论，欧盟在其内部气候治理行动上为确保女
性参政议政、加强能力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等做出政策保障。此外，通过联合国、双
边、多边层面的对外行动推进女性参与气候治理，是欧盟在政策议程阶段进行价值
维护的另一面（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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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欧盟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政策议程阶段

行为主体／外交层次 政策文件／外交行动

欧盟

气候

治理

欧盟委员会
《平等联盟：性别平等战略（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性别平等行动计划ＩＩＩ》

欧洲议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关于妇女和气候变化的决议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６日关于妇女、性别平等与气候正义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关于《欧洲绿色新政》的决议

欧盟

气候

外交

联合国层面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

维也纳政策对话

双边层面 ＳＥｆｏｒＡＬＬ　ＧＡＰ

多边层面 ＥＵＲＯＣＬＩＭＡ＋，ＥＵ－ＬＡＣ　ＷＩＮ，ＧＣＣＡ＋

　　　　来源：作者自制。

联合国为欧盟在气候外交中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提供了广阔平台。２０２２年３
月欧盟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ＣＳＷ６６），强调性别平等以及
向气候中和转型的决心。联合国层面气候外交的政策主体并非局限于欧盟整体，

欧盟成员国显然也是重要参与者。例如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奥地利外交部与联合国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妇女署共同开展关于性别平等的维也纳政策对话，重点研讨如何
将性别平等以及妇女赋权纳入未来全球环境发展议程。① 在双边层面，２０１８年欧
盟协助坦桑尼亚政府推进“坦桑尼亚能源效率计划”以及“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性
别行动计划”（ＳＥｆｏｒＡＬＬ　ＧＡＰ），侧重于为其能源部门提供更具性别敏感的计划。②

在多边层面，欧盟对１８个拉丁美洲国家开展资助计划（ＥＵＲＯＣＬＩＭＡ＋），帮助其
实现环境可持续和气候适应型发展，尤其关注弱势群体在气候变化中的利益；③欧
盟－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基金会（ＥＵ－ＬＡＣ）下的妇女国际网络（ＥＵ－ＬＡＣ　ＷＩＮ），将
“妇女成为气候行动的关键参与者”作为战略行动方针，通过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
的对话，制定和实施促进性别平等的气候议程；④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３年，欧盟成立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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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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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ｅｕａｇｅｎｄａ．ｅｕ／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ｎ－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ｔ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

访问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０７．
Ｅｕｒｏｃｌｉｍａ＋，“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２１－０９－０７，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ｏｃｌｉｍａｐｌｕｓ．ｏｒｇ／ｅｎ／ｒｅｃ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ｓ／ｅｎ－ｎｅｗｓ／１３７２－ｃｌｉｍ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访问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０７．

ＥＵ－ＬＡＣ，“Ｔｈｅ　ＥＵ－ＬＡ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ＤＰ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ＬＡＣ　Ｗｏｍ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２０２２－０４－０７，ｈｔｔｐｓ：／／ｅｕｌａｃ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ｅｎ／ｅｕ－ｌａｃ－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ｄｐ－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ｄ－ｌａｕｎｃｈ－ｅｕ－ｌａｃ－ｗｏｍｅ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访问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０７．



赵　斌　唐　佳：欧盟气候治理的 “另一半”叙事：女性出场与议程设置

球气候变化联盟（ＧＣＣＡ＋）斥资８００万欧元，根据乌干达“牛走廊”的农业生态系统
特征，帮助社区推进可持续和性别敏感的气候适应型农业生产实践。①

在政策议程阶段，欧盟跟进相关制度、政策、对外活动，以维护该议题体现的规
范和价值。更从容地应对全球治理难题，实现欧盟利益最大化，是欧盟对“女性参
与气候治理”进行价值维护的主要动力。一方面，全球治理的“需求侧”正在发生改
变。首先，全球形势纷繁复杂，催生欧盟气候治理新方案。近年来，欧债、难民、恐
袭、英国退欧、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给欧盟带来多重挑战，要求欧盟改变“工具理
性”治理思路。保护政策领域和决策结构中的性别代表性与多样性，有助于欧盟最
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加快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经济复苏以及气候中和目标的实
现。同时，尽管内外力冲击加大了气候治理难度，但是欧盟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及平
等事业的雄心并未改变。欧盟在对外交往中（尤其在同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中）广泛
传递、践行“女性参与气候治理”价值观，充当发展中国家女性权益之捍卫者，进而
占据全球气候政治道义制高点，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另一方面，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供给侧”也在发生改变。女性逐渐成为社会
变革的强大推动力。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社会对女性群体的刻板印象正在改
变。妇女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积极地参与民间社会活动，在农林渔业、能源基础设施
和可持续城市等不同领域提供经验与知识，是制定、执行气候政策的重要力量。其
二，女性群体自身能力提升。长期以来，女性往往主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气候
变化适应和减缓政策更偏向于利用基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统称ＳＴＥＭ
学科）领域的知识技术，因此女性进入气候相关领域就业或从事研究的机会较
少。② 目前，欧盟重视提升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女性毕业生数量，减少教育系
统、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结构失衡；③对女性开展气候治理相关培训，有效减少气
候变化相关部门对女性工作的限制。

（三）区域议程———溢出效应
当前，欧盟“女性参与气候治理”在整个议程设置框架中处于区域议程阶段，在

某些条件下初步具备议程设置的达成条件，但总体来看，其推进情况仍是非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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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推进成效均衡性不足。自欧盟及其成员国开始将社会性别纳入气候治理
主流后，女性参与气候治理情况总体上有了一定改善。比如，就欧盟成员国气候变
化决策机构中的性别结构而言，环境、交通和能源部门部长中的女性与男性比例从

２０１２年的１９．２:８０．８，①上升到２０２１年的３２．３:６７．７，正在向更合理的性别结构演
化。② 然而成员国间、欧盟层面各部门间的性别政治发展状况均不平衡。一方面
表现为成员国层面的改善程度不一。由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２１年环境、交通和能源部门
部长的性别结构地图可以看出，大部分西欧、北欧地区成员国的部长性别结构优于
东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不同类型机构的改善程度不一。例如，执行机构中的性
别结构堪忧，环境和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欧洲执行部门负责人中的女性占比大幅
下降，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８年甚至只有男性。③

二是重视程度稳定性较弱，主要表现为社会性别元素在政策文件中通常间断
出现，文件中的性别视角也较为零散。不少气候政策文件虽已从教育、经济、政治
等多角度呼吁保障女性参与气候治理，却缺少后续的具体实现路径。许多文件仍
是性别“盲”，例如“人人享有清洁星球计划”（Ａ　Ｃｌｅａｎ　Ｐｌａｎｅｔ　ｆｏｒ　Ａｌｌ）、“环境行动计
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都未单独提及性别。④ 弱稳定性还表现在
欧盟“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执行周期上。２００９年欧盟理事会关于气候变化和发
展的结论体现出明显的性别视角，这主要归功于瑞典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与发
展合作总司的合作。⑤ ２０１２年上半年，丹麦担任轮值主席国时，委托欧洲性别平等
研究中心编写性别平等与气候变化报告，其内容也被大量引入２０１２年欧盟理事会
关于性别平等与环境的结论中。⑥ 但随着轮值主席国变更，气候变化领域提及性
别平等与妇女赋权未能成为欧盟理事会的常态。

可见，当前进展仍不足以促成欧盟气候治理性别结构的彻底变革。成员国国
情复杂、利益诉求纷繁多样、国际大环境性别平等“开倒车”、气候治理的制度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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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英国２０２０年初正式退欧，但按时间来算仍是长期参与者，因而此处数据包含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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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等因素，是欧盟“女性参与气候治理”区域议程设置面临的主要障碍。

第一，利益诉求多元化。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成员国及欧盟之间的诉求难以

统一。欧盟成员国之间社会性别主流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在参与和能力建

设或社会观念上，北欧、西欧国家基本走在前列，但同一标准无法适用于所有国家。

另外，成员国务实的治理目标与欧盟雄心存在分歧。相较于经济、资源等议题，同

为非传统安全领域下的性别平等与气候状况在短期内无法取得明显改善，妇女在

气候政治中的缺位问题尤甚，因此可能存在部分国家因投入周期长、回报收益慢而

后续执行力不足的情况。另一方面，女性群体内部产生分化，“精英化”趋势明显，

也造成了欧盟推进“女性参与气候治理”之难。尽管欧盟气候治理及气候外交领域

都已经向更多妇女开放，且通过提供专业技能培训以及实习机会，更多妇女已具备

气候治理能力，但这种有益变革的速度和强度依然落后于当今全球气候治理人才

培育的需要。因此在当前的气候治理框架下，影响气候治理走向的女性仍是少数

精英女性，而女性内部群体分化亦可能导致高知女性与其他女性的认知、需求差

异，使之难以代表广大欧盟女性的诉求。

第二，关键国家“意见领袖”的作用存在周期性。在国际议程设置中，得到某一

或某些关键国家认同，是议题进入国际议程的主要原因。① 同理，国内议程向区域

议程推进也需要关键国家发挥领袖作用。宏观上，欧盟堪称推动全球性别平等问

题的佼佼者，但成员国间社会性别主流化实施效果存在差距。瑞典、丹麦等北欧国

家在其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明显，而中欧、南欧国家稍显逊色。欧盟层面女性参与气

候治理这一议题进入区域议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关键国家的推动。气候问题上的

决策多属于欧盟理事会的职权范畴，而瑞典或丹麦政府能否对欧盟理事会施加影

响，是能否连贯地将性别考量纳入气候政策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三，溢出效应尚未跨越“效忠转移”节点。“女性参与气候治理”向区域议程

迈进的过程也是溢出效应的一种体现。“溢出”解释并深刻影响欧洲一体化的发

展。溢出效应有功能性、地理性、政治性溢出之分。其中，功能性溢出侧重不同问

题领域的相互联系；地理性溢出则强调产出在横向规模上的扩张；政治性溢出指的

是一体化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促使超国家机构诞生。② 在此，不妨将气候

公正与女性主义的交融视作溢出效应的一种体现：对女性权利的关切由经济、教育

等领域扩展到气候领域，逐步发展、深化，最终在欧盟的决策与重大倡议中占有一

席之地，实现功能性溢出；经由瑞典、丹麦为首的北欧国家助推，女性参与气候治理

４１

①

②

张发林：《化解“一带一路”威胁论：国际议程设置分析》，第１４８页。

邱芝：《欧盟一体化发展的溢出效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１２－１５页，这里
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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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高显著性，在这些国家担任轮值主席国时进入区域性议程从而扩展到其他

欧盟区域，实现地理性溢出。对溢出理论的批判主要立足于它难以跨域“效忠转

移”的节点———由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效忠转移到对超国家组织的效忠。① 同样这

也可以解释为何不少欧盟气候政策文件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还徘徊于“承诺”

层面，而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还存在大量空白。

第四，目标与途径未能有效结合，实践与愿景略微偏离。这主要是指综合性措

施产出的实质性成果不足。社会性别主流化中的“程序性”政策举措侧重于政策形

式、规则、程序，但不直接服务于对性别平等的建立；“实质性”政策举措侧重政策的

实质性目标，将性别平等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一般实际实施的

是综合性措施，即实施程序性措施来达成实质性目标。② 然而就欧盟当前政策措

施的间断性以及摇摆性而言，程序性措施恐怕耽于形式上的“政治正确”，政策产出

效果流于表面，且综合性措施的落脚点走偏，程序性措施未能完全回归实质。例

如，欧盟虽然呼吁提高女性在各层级气候治理机构中的占比，重视气候治理领域的

社会性别预算以及各类性别敏感的数据搜集，但多数后续环节缺乏可行的监督和

纠错机制以回应实质性诉求。

第五，制度性的性别偏见依然存在。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国际环境日益严

峻。国际社会不断涌现反对向妇女和边缘化群体赋权的声音，民间社会组织面临

着严重资金问题，对《伊斯坦布尔公约》的抵制也在增加。③ 全球政治生态遭遇女

性权益倒退之逆流。其二，气候治理框架仍受制于工具理性。通过减缓、适应、资

金、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规范，与当下学科性别结构存在矛盾。研究表明，尽

管在学科学习能力上的性别差异微乎其微，但在ＳＴＥＭ 学科领域，女性的代表性

持续不足，且这种情况在性别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就越普遍，反而在性别平等程度

较低的国家，生活压力迫使更多女性参与以上领域的学习。④ 破解制度性的性别

偏见难题，表面上至少涉及两方面：一方面，制定、评估、执行气候治理相关政策草

案都需要高水平的性别专业知识，以及工程学科知识；另一方面，要加强女性的参

与就必须动员更多女性“背离”原先的学科倾向，广泛投入到ＳＴＥＭ 学科领域中。

这是否陷入性别平等悖论，还有待进一步追踪。但无论是从学科特质出发，还是从

４２

①

②

③

④

邱芝：《欧盟一体化发展的溢出效应》，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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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治理特质出发进行“修补”，都无法绕开对性别场域“刻板印象”的反思。

综上所述，欧盟“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议程设置是一个不断暴露矛盾、解决问
题、升级阶段目标的曲折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虽然当前欧盟“女性参与气
候治理”在区域议程中未就相关区域性机制和制度达成稳定而连贯的共识，但以积
极协调和妥协为运作基础的欧盟，仍有可能成为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国际领跑者。

欧盟有可能提升议题优先级并推动全面变革，系统结合程序性、综合性、实质性政
策措施，实现实质性目标。另外，从长期的、宏观的角度来看，不断深化的政治性溢
出以及领袖作用，或有益于推动实现区域议程设置，不断趋近理想彼岸。

五、结　语

女性的气候政治参与之所以能从零星的群体抗议发展为有待深化的区域议

程，离不开欧盟特有的历史、制度与文化情境形成的群体身份认知和行为体互动关
系。因此，关于欧盟气候治理的女性出场与（区域）议程设置，或许并不具有普适
性，却仍可能推动全球治理“另一半”叙事的区域国别研究。

气候治理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未来不能忽视的议题，关注气候变化与可持
续发展必须凝聚全人类智慧，应当在减缓、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中充分释放女性潜
力。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性别日”议程一度将性别平等置于气候变化领域的前
沿，各行为体提出新的承诺和倡议，在气候行动中为妇女儿童赋权、提升女性领导
力和参与度。① 同时，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全球问题复杂多变，需
广泛纳入利益相关者作为未来全球治理变革的推动力量。从女性微观视角出发，

可能为改善全球发展不平衡、权力分布不均等现状开辟新路，欧盟气候治理的“另
一半”叙事亦可能有助于有关全球治理善治的经验思考和理论启迪。

责任编辑：郑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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